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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的国际经验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相对贫困的界定：国际经验与启示

郭之天，陆汉文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中部地区减贫与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相对贫困的界定是相对贫困治理实践的逻辑起点，亦是相对贫困研究的基础问题。 相对贫

困最突出的特征是相对性和主观性，一是纳入比较的资源或维度，二是对资源或维度进行比较的标

准，三是贫困与非贫困分界点的确定。 欧洲福利国家主要以相对收入为贫困测量标准，美国采用绝

对与相对相结合的差异性贫困标准，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则使用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不

论哪一种标准，都是由相应国家的政策传统、社会意识等因素共同建构出来的，在政策实践中具有稳

定性和持续性。 建构性为中国选择相对贫困的界定标准并制定切合实际的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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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底，中国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从此迈入治理相对贫困的新阶段。 中共中

央十九届四中全会亦明确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任务目标，标志着相对贫困的

治理正式进入政策议程。 此后，国内学术界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文献迅速增多，内容涉及相对

贫困的涵义、标准、特点、治理措施等等，初步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成果。 与绝对贫困不同，相对贫

困以参与社会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为基础，以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相对比较为评价方法，
其界定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１］ 。 该主观性在政策议程中如何操作？ 在学理分析中如何把握？
这是相对贫困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需要面对的元问题。 欧美一些国家早已展开相对贫困治理

的实践探索，积累了具有较大借鉴价值的政策经验和理论观点。 相对贫困界定的主观性背后，
实际上隐藏着一些可以把握的客观规律。 本研究试图通过阐述分析国际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政

策实践和学术观点揭示这些客观规律，就相对贫困的元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相对贫困的内涵与参照系

贫困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问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的社会现象。 各个国家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处历史时期不同，对贫困的定义和贫困人口的识别方式也各不相同。 贫

困的概念从绝对贫困视角下的收入贫困，逐渐发展到相对贫困、多维贫困 ［２］ 。 对相对贫困的讨

论由来已久，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理解其相对性。
（一）相对贫困与收入贫困

对于相对性的第一种解释是基于收入的相对性，它与绝对贫困相对。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

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互相建构 ［３］ 。 绝对贫困描述了一种达不到最基本生存

需要的状态。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状态是通过经济指标来描述的。 绝对贫困线是固定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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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被广泛使用在所有可能的资源分配情形中。 比如世界银行采用购买力平均价换算，２０１５ 年

划定人均日收入低于 １． ９ 美元为国际贫困线（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并以此衡量绝对贫困

状况。
绝对贫困线的固定性使得其不能反映时间的变化，依据通货膨胀等变化进行的校准并不能

理解为一种相对性 ［４］ ，绝对贫困线的使用也难以反映经济不平等水平，因此大多数学者更倾向

于在经济更发达国家使用一种相对的测量方式 ［５］ 。 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以家庭收入作为标

准，以某一时间点特定人群的收入作为参照系。 最普遍的方式是按照特定社会的收入分布曲

线，将贫困定义为低收入端的人群，以家庭收入的均值或中位数的一定百分比作为贫困线 ［６］ 。
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收入的中位数，因为他们认为收入中位数反映了一个社会中一般人的收入

水平 ［７］ ，而收入平均数代表的则是收入平均分配状态下每个人可以获得的收入 ［８］ 。 欧盟在计算

各国贫困率时，使用的就是收入相对贫困概念，将贫困线定义为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６０％①，卢森堡收入研究所将贫困线定义为一个国家或一年内可支配的中等收入的 ５０％ ［９］ 。
（二）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

使用相对收入的标准意味着对贫困的理解是缺少经济资源，而不是一个人实际的生活方

式。 一些学者在经济维度的基础上从其他方面探索相对贫困的含义和相对贫困线的划定方式。
１．弱相对贫困线

绝对贫困线没有考虑人口的社会和文化需求 ［１０］ ，但单纯以收入中位数或平均值作为参照

划定的贫困线（强相对贫困线） ，衡量更多的是不平等的水平，而非贫困的状态。 因此一些学者

提出，应当在收入的基础上考虑社会融入要求，并提出弱相对贫困线的概念 ［１１］ 。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和

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１２］ 提出贫困是一个层级式的概念，底层贫困是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状态，
在此之上的贫困是收入相对低的状态，具体表现为无法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正常生活，尤其是

无法正式就业。 因此这是一种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结合起来的方法。 社会融入的成本是贫

困的重要方面，并且随着收入均值或消费的增加而增加。
２．多维贫困

生存状态不佳可以在不同的维度反映出来，而这些维度和收入或消费水平的关联可能是间

接的，因此需要增加收入以外的维度来考察人群是否贫困。 贫困和剥夺被视为缺乏过上好生活

的能力，而不是收入低于某个值。 因此多维贫困指标能更全面更细致反映被剥夺的水平。 对贫

困的多维分析是基于一种模糊集合理论，以避免根据单一贫困线区分贫困和非贫困家庭的做

法。 在贫困和非贫困家庭之间存在一些中间群体，这些家庭有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 ［１３］ 。 但使

用多维贫困的概念容易导致判断的模糊，因为同一个人根据不同的维度或判断标准，可能同时

被认为是贫困和非贫困。 一些学者在“模糊集合”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完全模糊和相对法” （ Ｔｏ⁃
ｔａｌｌｙ ｆｕｚｚ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ＦＲ） ，使用一种相对的方法来定义和研究多维贫困。 这种方法

首先确定贫困指标，再确定指标的贫困阈值，阈值的确定由个体在指标累积分布中的位置来确

定，同时根据指标在总体人口中的占比确定其权重，由此计算出一个平均的贫困水平 ［１４］ 。 这些

指标包括家庭是否拥有耐用品、收入水平、居住密度等。
Ｓａｂｉｎａ Ａｌｋｉｒｅ 和 Ｊａｍｅｓ Ｆｏｓｔｅｒ 进一步发展了多维贫困的概念框架，提出以多维贫困指数取代

联合国的贫困指数。 Ａｌｋｉｒｅ－Ｆｏｓｔｅｒ 指标考虑三个维度：教育、健康和生活标准，每个维度都有一

系列的具体指标。 同时，ＡＦ 的指标体系允许不同的国家选择合适的维度和指标。 比如在教育

维度，“没有家庭成员完成至少 ６ 年学校教育”是一个指标，但这个指标可以换成“没有家庭成

员完成高中教育” ；在生活标准维度，住房成本占家庭收入的百分比也可以根据不同社会经济情

况进行调整和设定 ［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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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持续性贫困

持续性贫困增加了对贫困状态时间维度的考察。 在西方国家，贫困经常被描述成一种普遍

存在的短暂现象 ［１６］ ，或是许多个体都会在某个人生阶段所经历的现象 ［１７］ 。 一些学者认为，在
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相对较少，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长期性、持续性的和不断陷

入贫困的人口 ［１８］ 。 Ｄｅｖｉｃｉｅｎｔｉ［１９］ 以收入中位数 ６０％为贫困标准，发现英国 ５％ ～ ６％的人口在 ８
年中有 ５ 年及以上处于贫困状态，Ｊｅｎｋｉｎｓ［２０］ 指出 １０％ ～ １５％的人口在 ４ 年中有 ３ ～ ４ 年处于贫

困状态。 Ｍｏｏｄ［１８］ 认为，尽管由于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福利制度完善和公共服务提供充分，瑞典

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率都较低，但仍有超过 ４％的人口在 ５ 年或更长时间内处于贫困状态。
（三）相对贫困与主观贫困

一些基于收入或多维贫困框架的相对贫困概念，在确定贫困线时，选择一个假设性的参照

群体，再根据理论假设确定贫困与非贫困的界线；另外一些学者则尝试使用主观标准或民意来

衡量贫困。 在《贫困的英国》一书中，Ｍａｃｋ 与 Ｌａｎｓｌｅｙ 认为贫困是一种“被迫缺乏社会认为的必

需品” ［２１］ 的状态，而必需品是大部分人认为“必需”的消费品。 他们首先列出一个包含 ３５ 项消

费品的清单，再将清单上超过 ５０％的人认为是“必需的”消费品认定为必需品，然后询问受访者

所缺少的必需品，并将所缺少的必需品区分为“负担不起”和“不想要” ，最后将贫困标准设定为

负担不起 ３ 种及以上必需品的状态。
Ｍａｃｋ 和 Ｌａｎｓｌｅｙ 的方法遭到许多批评，比如 ３５ 项消费品的选择，５０％的认定标准和贫困标

准的选择都具有随意性。 其他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调整测量主观感知的方

式。 Ｈａｌｌｅｒｏｄ［２２］ 提出使用剥夺比例指数（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ＰＤＩ） ，即将认为消费品属

于必需品的百分比纳入贫困指数的建构，而不是只考虑超过 ５０％人口的意见来判断是否必需

品；Ｇｏｒｄｏｎ 等 ［２３］ 则在考虑贫困标准时增加了收入指标。
另一些学者则更关注收入维度的主观测量。 他们使用主观贫困线方法（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即根据被访者对自身收入情况的评估来衡量家庭所处的状态，侧重描述所关注群体对收

入不足的主观感受 ［２４］ 。 这一方法经常要求受访者回答最小收入问题，即人们认为满足家庭生

活需求的最低收入水平，主观贫困线是一个关于主观感知最小收入、家庭实际收入以及家庭规

模、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劳动力数量等变量的函数 ［２５］ 。
总体而言，在讨论相对贫困内涵或者其测量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回答。 一是哪

些资源或维度在进行比较，二是评价指标是如何确定的，三是贫困与非贫困的分界点在哪里。
如果使用相对收入为标准，那么家庭的货币收入或经济资源就是进行比较的基础，评价指标是

收入均值或收入中位数，分界点是某个比值（比如 ５０％或 ６０％）；如果使用多维框架，进行比较

的是教育、医疗、生活条件等共同组成的生活状态，评价指标可以是接受正式教育的年限、医疗

水平、住房面积、卫生条件等，而分界点可以来自社会群体的主观认同或客观标准。 相对贫困在

贫困线的概念和取值、不同人群和维度中都是变化和可调整的 ［３］ 。

二、不同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

欧美国家在政策实践中主要采用相对贫困标准来识别贫困人口或者设置贫困线，而具体做

法各有不同。
（一）欧洲福利国家

１．英国

英国政府的贫困线制定经历了从“绝对”到“相对”的变化。 在《济贫法》时期，英国对需要

救助的人进行了划分，１８７０ 年初等教育法案要求学校管理部门设立的贫困标准，被视为贫困线

的前身 ［２６］ 。 １９４８ 年英国颁布《国民救助法》 ，用福利制度取代了济贫制度，贫困标准逐渐相对

化。 截至 ２０１９ 年，英国政府衡量贫困的主要方式是收入———依据前一年度全国家庭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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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确定的中位数，再乘以 ６０％得到次年的标准线 ［２７］ 。 根据《英国贫困报告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按照

这一标准，２０１９ 年英国贫困发生率为 ２２％，贫困人口 １４００ 万①。
在英国的贫困测量中，住房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朗特里基金会②的年度报告中还给出了去

除住房成本的相对贫困线，这条贫困线随着家庭类型的不同而有所调整（表 １） 。
表 １　 英国家庭类型与去除住房成本的贫困线

家庭类型 每周收入 ／ 英镑

无孩单身家庭 １５２

一孩单身家庭（儿童小于 １４ 岁） ２０４

无孩夫妇家庭 ２６２

两个孩子的夫妇家庭（儿童均小于 １４ 岁） ３６６

三个孩子的夫妇家庭（两个小于 １４ 岁，一个 １４ 岁及以上） ４７６

四个孩子的夫妇家庭（两个小于 １４ 岁，两个 １４ 岁及以上） ５８６

　 　 　 　 　 　 　 数据来源：ＪＲＦ，英国贫困报告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除了收入之外，英国还考虑了其他维度的贫困状态，比如能源贫困和用水贫困。 英国统计

局认定的能源贫困包含两个条件：一是家庭所需的能源开支高于平均水平 （全国中位数水

平）③；二是家庭的收入在支付了能源之后，剩余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２８］ 。 ２０１４ 年英国政府颁布

了一项针对能源贫困的法案，通过向贫困家庭提供冬季采暖补贴等方式④，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降低能源开支。 ２０１７ 年英国仍有 １０．９％的家庭存在能源贫困的问题。 在用水贫困方面，英国

水务服务管理局和用水消费者协会共同使用这样一个标准，即水费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去除

住房成本⑤）的 ５％被视为用水贫困⑥。
２． 德国

德国使用的贫困标准与欧盟基本一致。 一是将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６０％制订为贫困

线，二是根据 ＥＵ－ＳＩＬＣ⑦ 的标准，引入就业程度很低的家庭和巨大的物质匮乏两个判断标准。
在一个家庭中，当拥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实际就业时间与理论上他们能够就业的时间之比少

于 ２０％，即被视为就业程度很低的家庭；而“巨大的物质匮乏”则包含 ９ 个参考指标，包括无法

及时支付房租或日常账单；无法使房屋达到适宜的供暖温度；出于自身经济条件无法承担一定

额度的意外支出；每两天内无法享用一顿肉食、鱼或与之等价的蔬菜；一年中无法在所居地以外

的地方度假一周；出于经济原因家中没有私人汽车；出于经济原因家中没有彩电；出于经济原因

家中没有电话。 当以上情况出现 ４ 种及以上时，即可被视为巨大的物质匮乏 ［２９］ 。
按照这一标准，２０１８ 年德国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１８．７％，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期间贫困发生率

在 １８．４％ ～ ２０．６％⑧。 从年龄分布来看，１８ ～ ２５ 岁的青少年贫困风险率最高，为 ２６％，儿童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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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朗特里基金会：《英国贫困报告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ｒｆ． ｏｒｇ． ｕｋ ／ ｒｅｐｏｒｔ ／ ｕｋ－ｐｏｖｅｒｔｙ－２０１９－２０。
朗特里基金会（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ｗｎｔｒｅ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简称 ＪＲＦ）是英国著名的贫困研究组织，每年出版《英国贫困报告》 ，为英

国减贫工作提供政策和实践建议。
能源开支与能源使用效率相关，一般来说贫困家庭能源使用效率更低，他们需要花更多的钱才能达到与较富裕家庭

同样的取暖效果。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冬季的补贴标准为 １４０ 镑，将从家庭电费中直接减免。 参见英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ｔｈｅ －

ｗａｒｍ－ｈｏｍｅ－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ｓｃｈｅｍｅ。
按照 ＯＥＣＤ 的解释，住房成本包括实际房租、房屋维护和修缮，以及水、电、气等其他支出。 参见 ＯＥＣＤ：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０６： ＯＥＣ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２００７。
参见 Ｓｅｖｅｒｎ Ｔｒｅｎ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ｗａｔｅｒ． ｃｏ． ｕｋ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ｓｔｗ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ｐｒ１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ｖｅ＿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ａ２＿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ｆ⁃

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ｄｆ。
ＥＵ－ＳＩＬＣ，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旨在收集收入、贫困、

社会排斥和生活条件的纵向多维微观数据和截面数据。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ｗｅｂ ／ ｍｉｃｒｏｄａｔａ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ｌｉｖ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参见欧洲统计局：Ｐｅｏｐｌｅ ａｔ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２０２０＿５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困风险率为 ２０．４％，６５ 岁以上老人的贫困风险率为 １７．７％。 从家庭类型来看，最容易陷入贫困

的是有子女的单亲家庭，贫困风险率为 ４２． ８％，超过两个子女的双亲家庭的贫困风险率为

２９．１％。从就业情况来看，失业者有 ６２．９％的人处于贫困状态 ［２８］ 。
（二）美洲

１． 美国

美国的贫困标准是否为相对贫困，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贫困标

准是四类相对贫困标准之一 ［３０］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美国采取的是绝对贫困线 ［１７，３１］ 。 从实际来

看，美国采取的是绝对和相对标准相结合的方法。 美国有两条贫困线，一是贫困门槛线（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另一个是贫困指导线（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前者由美国人口调查局公布，后者由健

康和人类服务部门颁布。 贫困门槛线是根据不同类型家庭满足食物和资源基本需求而划定的

一条全国适用的标准线，它的作用主要是统计意义上的。 贫困指导线是一个简化版的贫困门槛

线，主要是政策导向的，用于判定个人或家庭是否具有获得财政支持的资格（表 ２） 。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四口之家的贫困门槛线与贫困指导线差异

家庭规模与构成 贫困门槛线 ／ 美元 贫困指导线 ／ 美元

夫妇，２ 个子女 ２４８５８

１ 个成人，３ 个子女 ２４９４４
４ 个无关系成人 １２７５２（每一个 ６５ 岁以下成人）

１１７５６（每一个 ６５ 岁及以上成人）

１ 个成人（母亲） ，２ 个子女（家庭 １） ，１ 个无关系 ６５
岁以下成人（家庭 ２）

１９７４９（家庭 １）
１２７５２（家庭 ２）

夫妇，１ 个子女，１ 个亲戚（例如，姨妈） ２５６９６

２５１００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ｒｂ． ｏｒｇ ／ ｉｎｓｉｇｈｔ ／ ｕ－ｓ－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ｗｈａｔ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２０１８ 年美国贫困发生率为 １１．８％，贫困人口 ３８１４ 万人。 从年

龄来看，最容易处于贫困状态的是儿童，２０１８ 年美国 １６．２％的儿童处于贫困状态；从家庭类型

来看，单亲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单身母亲家庭贫困率高达 ２４．９％ ［３２］ 。 美国人口调查局还有一

条深度贫困（ ｄｅｅｐ ｐｏｖｅｒｔｙ）线，将家庭总收入低于贫困线 ５０％的家庭视为深度贫困家庭。 ２０１８
年美国深度贫困发生率为 ５．３％，涉及 １７００ 万人口①。

美国联邦政府有一系列支持贫困人口的政策和项目。 这些项目主要使用贫困指导线或贫

困指导线的一定比例（比如 １２５％、１５０％或 １８５％）作为适用标准，包括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儿童

健康保险计划、低收入个人求职计划、老年陪伴计划等。 还有一些项目基于收入调查的计划则

不使用贫困指导线，比如补充收入保险、所得税减免和州级一般补助计划等②。
２．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多维贫困测量有较长的历史，最初是基于基本需求法（ ｂａｓｉｃ ｎｅ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１９７０
年代，拉丁美洲的家庭调查并不普遍，因此系统性测量家庭货币性贫困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

况下，拉美国家将基本需求法作为一个框架，从框架中选择一些关键指标纳入普查问题，通过人

口普查获得贫困相关数据。 墨西哥于 ２０１０ 年开始正式使用多维贫困测量方式测定国内贫困情

况 ［３３］ ，是第一个官方使用多维贫困测量的国家。 迄今为止拉美 １２ 个国家中有 ８ 个国家采用了

这一框架③。
墨西哥的贫困界定有三个维度：一是经济水平，二是社会权利水平，三是区域情境。 经济水

平主要通过收入衡量；社会权利包括教育、住房质量和空间、医疗、社会保险、基本家庭服务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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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ｏｖｅｒｔｙｕｓａ． ｏｒｇ ／ ｆａｃｔｓ。
参见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ｐｅ．ｈｈｓ． ｇｏｖ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ｓｋ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
参见 Ｓａｎｔｏｓ， Ｍａｒｉａ Ｅｍｍａ：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ｐｎ． ｏｒｇ ／ 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

ｍｅｒｉｃａ ／ 。



物获取；区域情境包括社会融合和道路通达水平。 全国的贫困水平由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的数

据测算，区域情境只在区域内测量①。 收入贫困线的测算是由基本食物支出和其他非食物支出

决定的 ［３４］ ，收入在贫困线以下且在至少一个社会权利维度中有缺失则被视作贫困人口。 根据

测算，墨西哥 ２０１６ 年有 ４３．６％（５３４０ 万人）处于贫困状况。 同时，墨西哥定义了极端贫困的状

态，即收入低于基本食品支出 （收入极端贫困线） 且在 ３ 个及以上社会权利维度受到剥夺。
２０１６ 年，这个群体占总人口的 ７．６％（９４０ 万人） ，是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群体（表 ３） 。

表 ３　 墨西哥贫困人口类型、定义及分布

贫困类型 　 　 收入 社会权利缺失 占比 ／ ％ 人口 ／ 万

极端贫困 低于极端贫困线 ３ 个及以上 ７．６　 ９４０

中等贫困 高于极端贫困线低于贫困线 至少 １ 个 ３６．０　 ４４００

社会弱势群体 高于贫困线 至少 １ 个 ２６．８　 ３２９

收入弱势群体 低于贫困线 无 ７．０　 ８６０

　 　 资 料 来 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ｅｓａ ／ ｄｓｐｄ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ｉｔｅｓ ／ ２２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ＲＵＲＡＬ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ＩＮ －
ＭＥＸＩＣＯ． －ＣＯＮＥＶ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Ｍｅｅｔｉｎｇ． －１５０２２０１９．ｐｄｆ， ｐ３－４。

　 　 哥伦比亚与墨西哥类似，采用了 ５ 个维度 １５ 项调查指标，包括教育条件、儿童与青年、就
业、健康、住房与公共服务。 ５ 个维度各占 ２０％的权重，各个维度下的指标也具有相同权重。 比

如教育、就业、健康维度下各有 ２ 个指标，每个维度下的指标权重均为 １０％，住房与公共服务下

有 ５ 个指标，每个指标的权重均为 ４％。 如果一个人在 ３３％的权重指标中处于被剥夺状态，那么

他 ／她即被认定为贫困人口②。 自 ２０１２ 年起，哥伦比亚使用这一标准实施其基于现金转移支付

的家庭行动计划（ Ｆａｍｉｌｉａｓｅｎ Ａｃｃｉｏｎ） ［３２］ 。 拉美经委会也建立了一套涉及 ５ 个维度、１３ 个指标的

测量方法，并对 １７ 个拉美国家进行了测量和观察。 拉美经委会发现，在 １７ 个国家中被剥夺最

严重的指标是收入，在教育维度上被剥夺情况最为严重的是教育程度不足，即未完成初级或中

等教育的 ２０ 岁以上人口数量较大，另外社会保障不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３５］ 。

三、相对贫困标准选择的影响因素

贫困标准不同，贫困规模、贫困特征以及贫困治理的政策成本、社会效应等也就不同。 英国

与德国的相对贫困标准类似，主要基于欧盟标准，选择相对收入为主要标准；美国采用绝对与相

对标准相结合的方式，在判断深度贫困时使用相对收入，并根据家庭规模、不同地区调整贫困

线；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哥伦比亚等，使用多维贫困框架设定贫困标准。 贫困标准的选

择反映了不同治理理念和社会意识等因素的差异。
（一）政府理念：福利主义和自由主义

受剑桥学派、费边社会主义、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贝弗里奇报告、“第三条道路”等各种福

利思潮的影响，福利国家在价值理念上强调所谓的经济性“平等” ［２６］ ，强调贫困乃社会不平等的

产物 ［３１］ 。 另外，福利国家认为，福利依赖于自身的收入和相对收入，所以贫困线应该是一个基

于与福利相关的货币收入公式，是一个关于收入均值的函数 ［１０］ 。 因此，欧洲福利国家的政策倾

向是减少收入不平等，他们对贫困概念的构建是基于收入分布的 ［３６］ ，本文前述的英国、德国皆

是如此。 他们认为国家实行收入再分配和向贫困人口转移经济资源对减贫更有作用 ［３７］ ，福利

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与贫困的减少具有相关性 ［３８］ 。 政府的减贫目标是保证低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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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Ｐａｌｏｍａ Ｖｉｌｌａｇｏｍｅｚ Ｏｒｎｅｌａ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ｅｓａ ／ ｄｓｐｄ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ｉｔｅｓ ／ ２２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ＲＵ⁃
Ｒ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ＭＥＸＩＣＯ． －ＣＯＮＥＶ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Ｍｅｅｔｉｎｇ． －１５０２２０１９．ｐｄｆ。

比如一个人在教育、就业和健康方面各有一个指标处于被剥夺状态，那么他 ／ 她在 ３０％的权重指标中处于被剥夺状

态，属于非贫困人口；如果他 ／ 她还在住房及公共服务维度中有一个指标处于被剥夺状态，那么他 ／ 她在 ３４％的权重指标中处

于被剥夺状态，属于贫困人口。



每年有足够的额外收益，这样他们才能持续稳定在满足最低限度的良好经济生活状态，并且在

购买力上不被其他人群甩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采用的贫困测量指标需要反映经济发展

和通货膨胀影响的变化，而以收入中位数作为参照标准能够体现这一变化。 基于这一贫困标

准，减贫政策也只有在经济增长使得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快于中位数收入群体才算是取得了

成效。
不同于欧洲福利国家，美国没有过于关注整体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而是聚焦低收入群体，并

向这群人提供一些最低限度的收入支持。 美国的贫困研究和政策实践基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认
为贫困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经济增长放缓、生产力低下和失业都是造成贫困的原因 ［３９］ 。 因

此，减少贫困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和降低失业率。 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贫

困线，意味着政府的减贫目标就是每年对低收入人群给予足够的转移支付，以维持他们原有的

消费水平。 这样，即使收入不平等增加，只要贫困人口能够享受到一定的经济增长红利，贫困率

也不会上升，甚至会下降。 从数据来看，１９９４ 年起美国的基尼系数就在 ４０％以上，高于英国的

３６．１％和德国的 ２９．２％，２０１６ 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近 ２０ 年最高，达 ４１．４％，同年英国和德国的

基尼系数分别为 ３４．８％和 ３１．９％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同国家对贫困的不同理解和政策

取向。
拉丁美洲对贫困的研究也曾受到自由经济的影响。 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债务危机、９０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重发展、轻分配”的发展模式，拉美国家存在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居民

生活水平低下、收入差距大等问题。 以墨西哥为例，１９９６ 年基尼系数为 ５４．８％（２０００ 年基尼系

数 ５２．６％） ，贫富差距特别严重；同时，农村与城市贫困水平差异大，２０００ 年城市极端贫困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为 １２．５％，而农村人口处于温饱水平以下的比重达 ４２．４％ ［３３］ 。 墨西哥 １９９２ 年通

过土地制度改革，补贴农业生产者，希望结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吸引对农业的投资，提
高生产效率 ，达到减贫的目的。 这一明显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措施最后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３３］ 。
２０１８ 年墨西哥人均 ＧＤＰ 为 ２４０５９ 美元，远低于美国的 ６３７７４ 美元②；基尼系数为 ４５．４％③，高于

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拉美国家主要的扶贫政策之一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此类政策

强调扶贫的责任性、有条件性和协同性，是一个需要政府和受益群体共同努力的双向政策 ［３４］ 。
（二）社会意识：对贫困和政府责任的认知

民众对贫困相关议题的认知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意识形

态是社会政策的副产品，而非其原因；而另一些学者的假设则正好相反，认为意识形态是收入再

分配的重要原因之一 ［４０］ 。 尽管很难用因果关系来解释民众对贫困的认知、对政府责任的理解

和对平等的态度对公共政策的作用，对态度的调查也不一定能准确反映现实，但这样一些社会

意识上的差异与政策行为和政策结果确实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对他们的分析能增进对贫困标准

选择差异性的理解。
根据第三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德国有 ６１． ９％的民众认为贫穷是由于社会不公造成

的，墨西哥 ６５．８％的人持相同观点，然而美国则只有 ３０．３％的人这样认为。 ４７．９％的美国受访

者认为贫困更多是懒惰的结果，而德国只有 ９．６％的人认同这一观点。 在摆脱贫困的可能性上，
８４．６％的德国人认为贫困人口脱贫的机会很小，墨西哥和美国分别为 ５６． ９％、２８． ３％，多达

６７．８％的美国人认为贫困人口有机会摆脱贫困④。 在思考贫困是政府责任还是个体责任时，
６５．２％的德国民众更倾向于由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英国、美国和墨西哥民众总体而言意见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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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Ｉ． ｐｏｖ．ＧＩＮＩ。
数据来源于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ｄ．ｗｏｒｌｄ ／ ｄａｔａ ／ 。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Ｉ．ＰＯＶ．ＧＩＮＩ。
数据来源于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Ｒ．， Ｃ． Ｈａｅｒｐｆｅｒ， Ａ． Ｍｏｒｅｎｏ， Ｃ． Ｗｅｌｚｅｌ， ｅｔ 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ｏｕｎｄ Ｔｈｒｅｅ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ｏｏｌｅｄ

Ｄａｔａｆｉ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 ｏｒｇ ／ ＷＶ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Ｖ３． ｊｓｐ． Ｍａｄｒｉｄ： Ｊ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４。 第三轮数据，美国数

据采集年度 １９９５，德国 １９９７，墨西哥 １９９６，英国调查没有这几个问题。



为分散，并没有强烈认同政府或个人应当为贫困承担更多责任的想法。
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众对贫困和政府责任的态度。 欧洲福利国家

民众倾向于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不公平的结果，仅仅依靠个人努力难以摆脱贫困状态，因此政

府需要采取一定的干预手段，帮助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人，以实现社会公平。 美国的数据显示，民
众认为贫困更多的是个人原因，政府已经采取了足够多的干预手段，更重要的是使用更多的激

励手段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 拉丁美洲民众的态度总体上与欧洲国家相近，更倾向于认为

仅凭个人努力不足以摆脱贫困，政府应当采取更多的措施（图 １） 。

图 １　 民众对脱贫可能性与政府施策的认知

数据来源：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Ｒ．， Ｃ． Ｈａｅｒｐｆｅｒ， Ａ． 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ｏｕｎｄ Ｔｈｒｅ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ｏｏｌｅｄ Ｄａｔａｆｉ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ｇ ／ ＷＶ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Ｖ３． ｊｓｐ． Ｍａｄｒｉｄ： Ｊ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在对收入差距的态度上，相较于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欧洲福利国家更认同收入应当更平等

的观念。 尽管在美国民众完全认同“收入应当更平等”和“收入差距拉大以发挥更好的激励作

用”的比例不高，分别为 ５．８％和 ８．２％，但总体而言，更多的美国人倾向于认同应当发挥收入差

距的激励作用，认同人数比例为 ６０．２％（图 ２） 。

图 ２　 民众对收入平等性的差异性态度

　 　 数据来源：同图 １。
在对税收和失业补贴的理解上，欧洲福利国家、墨西哥和美国民众的看法出现了较为显著

的差异。 ５９．５％的英国民众、７１．１％的德国民众都倾向于认同向富人征税是民主的基本特征，而
５６．４％的美国民众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 在失业补贴方面，有 ８５．３％的德国民众倾向于认同失

业补贴是民主的基本特征，而美国民众中只有 ４８．８％的人认为失业补贴是民主的基本特征。 墨

西哥民众的意见则介于欧洲和美国之间（图 ３—图 ４） 。
可见，各国民众对贫困的态度和对政府责任及相关措施的理解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欧洲

人更关注收入不平等，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美国人更关注个人努力，对收入不平等的重视程度

不如欧洲。 除了收入和失业之外，拉丁美洲民众注重贫困的多维性，还担心教育等其他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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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例如，有 ８５．６％的墨西哥民众非常担心无法给子女提供好的教育，巴西的比例为 ５９．９％，
德国和美国则分别只有 １２％和 １５．８％①。 这与政府制定的贫困线和减贫措施有较强的一致性。
社会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标准和减贫策略的选择。

　 　 图 ３　 民众对收入再分配的差异性态度

数据来源：同图 １。 　 　 　 　 　 　 　 　 　 　
　 　 图 ４　 民众对失业补贴的差异性态度

数据来源：同图 １。 　 　 　 　 　 　 　 　 　 　

（三）贫困标准的稳定性及其意义

从各国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贫困标准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欧洲国家的

贫困线经历了较长的变化过程。 １８９９ 年，Ｒｏｗｎｔｒｅｅ 采取“基本需要”计算英国的绝对贫困线。
１９３６ 年，英国确定 ６ 类家庭必需品，通过必需品中的营养成分确定人体所需数量，按照不同食

品价格计算出不同年龄和性别下的绝对贫困标准。 １９７９ 年，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提出以相对收入标准、政
府给付比例的政府标准和贫困剥夺标准来确定英国的相对贫困线。 联邦德国 １９６１ 年制定《联

邦社会救助法》 ，赋予公民最低生活保障现金待遇的权利，一些学者将它所定的最低生活标准视

为“准官方贫困线” 。 之后欧盟使用收入中位数的 ６０％对其成员国的贫困发生率进行统计，这
一标准后来得到广泛认可和使用。 尽管近些年一些学者提出根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进一步调

整贫困测算方法，但指标的选择、阈值的确定、数据的可比性等实际问题使得这些讨论依然停留

在理论层面。
美国的贫困线自 １９６３ 年确定以来，主要是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并没有对确定方法做

修正。 尽管美国的方法遭到很多批评，但修改贫困测量标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Ｂｌａｎｋ 认

为，有三个主要因素影响了贫困标准的调整。 首先，官方贫困测量方式是由白宫的公共与预算

管理办公室决定的，总统办公室认为改变贫困测量方式的成本远大于受益；其次，现行贫困标准

已经被广泛使用，８２ 个联邦计划使用的是官方贫困线或贫困指导线，改变测算方法将很有可能

改变资金分配和计划适用标准，在这个层次上改变贫困测量的阻力也比较大；最后，贫困的内涵

依旧不明确，使用其他的测量方式依旧有可能使用一系列相对专断的假设 ［４１］ 。
尽管墨西哥的多维贫困标准 ２０１０ 年才正式制订实施，但他们对多维贫困标准的可行性研

究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墨西哥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通过了社会发展一般法案（ ＬＧＤＳ） ，而制定

贫困标准的社会政策评估委员会（ ＣＯＮＥＶＡＬ）于 ２００６ 年成立，是一般法案的成果之一。 ＣＯ⁃
ＮＥＶＡＬ 认为，基于持续性与稳定性的考虑，多维贫困测量方法至少 １０ 年内不会改变，这种做法

有利于贫困标准和减贫措施的制度化，能增强其在普通民众与政策制定者心中的可信度②。

８０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０ 卷

①

②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Ｒ．， Ｃ． Ｈａｅｒｐｆｅｒ， Ａ． 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ｏｕｎｄ Ｓｉｘ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ｏｏｌｅｄ Ｄａｔａｆｉ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 ｏｒｇ ／ ＷＶ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Ｖ６． ｊｓｐ． Ｍａｄｒｉｄ： Ｊ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４。

参见 ＣＯＮＥＶ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ｏ，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ｐｎ． ｏｒｇ ／ ｃｏｎｅｖ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ｃｉｏｎａｌｉｄａｄ－ｄｅ－ｌａ－ｍｅｄｉｃ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ａ－ｐｏｂｒｅｚａ－ｅｎ－ｍｅｘｉｃｏ ／ 。



四、总结和讨论

相对贫困的内涵及标准问题是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和实践中的基础问题，其核心在于主观

性。 例如，相对贫困包含哪些内涵？ 其参照系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带有可选择性和主观性。 国

际社会的经验表明，这种“主观性”并非单个政策制定者或学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选择，而是由

不同国家的政策传统、社会意识等因素共同建构出来的，是一种建构性。
相对贫困的内涵相当丰富，其相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行比较的资源和结果。

这种资源和结果可以是货币收入、消费、住房、教育、医疗等不同方面。 二是社会标准或社会期

望的确定方式。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１０］ 指出相对贫困的本质在于相对贫困线随着社会期望的变化而变

化。 三是贫困与非贫困分界点的确定。 从实践来看，以收入为主要指标的相对贫困线得到更多

国家的青睐。 收入标准一方面与资源获得、社会融入等指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在数

据统计和横向比较上也有明显优势。 多维贫困指标尽管能更全面地衡量贫困状态，但具体维度

指标相对标准的确定和取值都有一定难度。
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相对贫困标准。 欧洲福利国家主要以相对收入为贫困衡量标准，并

在政策层面纳入其他维度的考量；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 ＧＤＰ 均高于欧洲国家，但美国并未

选择以相对收入贫困线作为贫困标准，而主要是根据家庭规模和通货膨胀调整最低生活水平

线，仅在界定深度贫困人口时使用相对收入标准；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的贫困挑战更多也更复杂，
因而使用了多维贫困的框架。 官方贫困标准是一个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概念，它的选择与各

国政府角色、社会意识、文化观念等具有较为明显的联系。 欧洲福利国家更多将贫困视为收入

不平等，更加强调政府在减贫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美国的联邦体制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追捧，
影响了其贫困线的选择与修订。 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如欧美，民众的态度认知较为分

裂，一方面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尝试建立更合适的贫困话语体系，有些国家选

择以多维贫困为标准是多方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
欧美国家关于相对贫困界定的政策实践和理论观点对于中国即将开启的相对贫困治理具

有重要启示。 中国具有追求社会平等的深厚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亦将缩小贫富差距、逐步

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可以预见，国家在相对贫困治理中承担更多责任，既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的自觉选择，也是全社会的普遍期待。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具体实践，因此将成为

一项包含丰富内容和宏大目标的长远事业，同时也是一项需要划分不同历史阶段和确定阶段性

目标的现实工作。 在刚刚消除绝对贫困的一段时期内，确定一个有助于防止重现绝对贫困并可

保持一定稳定性的相对贫困标准，应成为政策制定的优先选择。 将相对贫困标准定得太高，会
导致政府角色的模糊和社会意识的分歧；反之，则会使标准缺乏稳定性，导致贫困治理具体工作

的随意性和社会意识的混乱。 同理，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均深刻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和社

会不平等状况，它们都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中相对贫困界定标准的建构性的重要视角，而建

构性正是在相对贫困治理道路上开启奥秘之门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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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
［２８］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Ｐ．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ｅｒｇ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ｃｕｓ， ２０１９，３６（２） ：１９．
［２９］潘亚玲，杨阳 ．德国“新贫困”问题研究［ Ｊ］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１９（３） ：１４８－１５７．
［３０］孙久文，夏添 ．中国扶贫战略与 ２０２０ 年后相对贫困线划定———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 Ｊ］ ．中国农村

经济，２０１９（１０） ：９８－１１３．
［３１］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１８ ［ Ｒ］ ． Ｕ．

Ｓ．：２０１９．
［３２］Ｇａｌｂｒｉｔｈ Ｊ Ｋ． Ｔｈｅ Ａｆｆｌｕ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ｒｉｎｅｒ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８．
［３３］ Ｓａｎｔｏｓ Ｍ 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Ｒ］ ． ＯＰＨ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６６，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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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刘学东 ．墨西哥土地制度改革成效评估：从贫困指数变化的视角［ Ｊ］ ．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５，３７（６） ：３－８，５５．
［３５］吴孙沛璟，赵雪梅 ． 多维视角下的拉美贫困及扶贫政策［ Ｊ］ ．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６（３） ：１５－３０，１５３－１５４．
［３６］Ｂｕｒｋｈａｕｓｅｒ Ｒ Ｖ．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ｈａ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４） ：７１５－７２５．
［３７］ Ｊａｎｔｔｉ Ｍ， Ｄａｎｚｉｇｅｒ 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 ／ ／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Ａ Ｂ，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 Ｆ．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

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ｌｓｉｖｅｒ， ２０００：３０９－３７８．
［３８］ Ｓｍｅｅｄｉｎｇ Ｔ， ｅｔ ａｌ． Ｕ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Ｍ］ ／ ／ Ｄａｎｚｉｇｅｒ Ａ， Ｈａｖｅｍａｎ 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１６２－１８９．
［３９］Ｂｒａｄｙ Ｄ．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 ．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３，１（３） ：３６９－４０９．
［ ４０］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 Ｌ．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 ４１］Ｂｌａｎｋ Ｒ Ｍ．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２７（２） ：２３３－２５４．

（责任编辑：宋雪飞）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ＧＵＯ Ｚｈｉｔｉａｎ， ＬＵ Ｈａｎｗ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ｆｕｎｄａ⁃
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ｋｅｙｓ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３）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ｆｆ ｐｏｉ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ｕｓｅ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 Ｕ． 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ｐｐｌ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ｆｅｒ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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